
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
一把古老庄严的皮木椅在灯光下泛着金色微
光。陈列馆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这是当年审判
人员使用过的法椅，由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捐
赠，现为国家二级文物。

1956 年 6 月 9 日，一场由 6 名中国法官 （2
名审判长、4 名审判员） 展开的正义 审 判 拉
开 帷 幕 。 36 名 日 本 战 犯 迎 来 新 中 国 第 一 次
独立行使司法权审判日本侵略者的历史性实
践——沈阳审判。

3个“百分百”：确保审判公正独立

陈列馆中央的银幕上循环播放着当年庭审
现场的纪录片。片中，法官佩戴“中华人民共
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胸章，面容
清癯，目光如鹰隼利刃，字字如金石坠地。

陈列馆副主任王萌介绍，这是一支来自最
高人民法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的精兵
强将——贾潜、袁光、王许生、牛步东、张向前、
杨显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百分之百由
中国人担任法官独立审理外国侵略者的审判。

展柜中陈列着特别军事法庭应通知到庭证
人名单、律师到庭阅卷的通知以及律师为战犯
起草的辩护词等资料。

沈阳审判百分之百的律师配备，充分保障
了被告人的诉讼辩护权。据讲解员介绍，特别
军事法庭为每位被告人指定 1 名至 2 名中国律
师。辩护过程中，律师们同意公诉方对被告人
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同时将被告人的个人罪
行归因于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侵略战争的组织
性根源，并根据被告人关押期间认罪悔罪态
度、接受教育改造等情况，请求法庭宽大处理。
此外，法庭规定被告人有权自行辩护并作最后
陈述，给予他们充分申诉的权利。这些实践彰
显了新中国对人权保障和程序正义的高度重
视，成为新中国法治文明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来到陈列馆中央大厅，1∶1 复原的庭审

场景仿佛带领参观者穿梭回 1956年那个夏天。
在翻译人员、记者以及旁听人员的参与和见

证下，沈阳审判确保百分之百公开审理。
作为新中国首次在司法程序中大规模、系

统性使用同声传译的庭审，法庭为每名战犯安
排 翻 译 人 员 ， 在 媒 体 和 旁 听 席 还 配 有 传 译 耳
机。此外，起诉书、判决书等关键文件皆以中
日双语印发。

本次审判面向国际开放报道，记者可全程旁
听记录。法庭每日庭审结束后发布简报，统一
回 应 媒 体 提 问 。 旁 听 席 每 场 可 容 纳 300 余 人 ，
各民族各阶层的代表均可旁听。此外，还有来
自苏联、朝鲜、印度、缅甸等国的外交官、法
律专家等作为国际观察员参与旁听。沈阳审判
将一场民族伤痛转化为一堂极具中国智慧的法治
公开课。

万份证据：夯实铁证如山

记者在走访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时，该馆编研部副主任石岩介绍说，沈阳审判在
调查取证方面下足了功夫——

1954 年 2 月，最高人民检察署 （1954 年 9 月
更名为最高人民检察院） 从全国各地公安、检
察、法院等单位抽调 300 人左右，组成侦查处理
日本战争犯罪分子东北工作团 （以下简称东北工
作团），并在北京接受短期集训。3 月，东北工
作团与抚顺战犯管理所 200 多名管教工作人员会
合后，开始侦讯日本战犯工作。

根据日本战犯交代的犯罪线索和提供的证
词、口供，在继续对日本战犯进行侦讯的同时，东
北工作团开始展开内查外调工作。一方面从大
量的日伪机密档案、图书报刊及其他物证、书证
中寻找核查犯罪证据；另一方面专门成立调查
组，先后派出 50 多人，分赴 12 个省、市、自治区，
到战犯犯罪地点查找人证、物证和书证。

截至 1955 年 10 月底，调查取证工作基本完
成，共搜集到控诉书、证词、鉴定书、照片等实
物证据 28000 余件以及日本人残留在各地的档案
8000 余份，日伪时期纪录片 120 部，主要战争犯
罪分子演说录音片 180 余份。之后，东北工作团
还对全部证据进行复核审查。

沈阳审判对公正的执着，恰恰是对野蛮侵略
的否定。它以文明的法治之光，映照出侵略者奉
行的丛林法则是何等黑暗。

零例死刑：要惩罚更要救赎

根据 1956 年 4 月 2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通过的 《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
犯罪分子的决定》 确立的从宽处理原则，沈阳审
判共判处 36 名战犯二十年至十二年不等的有期
徒刑。沈阳审判零例死刑，这充分体现了新中国
政府以德报怨的人道主义精神。

面对宣判结果，许多战犯当庭痛哭认罪。
69 年过去，沈阳审判的 36 份卷宗已泛黄，

但数据中的真相永不褪色：百分之百的独立与公
开、万份证据构筑的正义、零例死刑背后的人
道，共同拼出这场审判的真相——它不是胜利者
的报复，而是新中国对法治文明的宣示。

法槌落下，响起正义惊雷。沈阳审判，见证
浴火重生的中国手持严明公正之剑，胸怀宽大救
赎之心，在历史的废墟上，亲手为苦难的过去画
上了一个光明而温暖的句点。

（本报记者 严怡娜 本报通讯员 曹 旭
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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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7 日，记者在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看到一
份 1956 年出版的《人民日报》，报纸头版头条刊发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处理在押日
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以下简
称《决定》）。

宽大处理的政策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六模向记者介绍
道，《决定》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特别军事法
庭审判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特别军事法庭的判决
是终审判决，并确立“对于这些战争犯罪分子按照
宽大政策分别予以处理”的精神。

《决定》的通过及公布，为新中国对日本战犯
的审判奠定了公正与人道主义的基调。

1956 年 6 月，山西太原海子边大礼堂，特别军
事法庭分两案开庭审理富永顺太郎、城野宏、相乐
圭二、菊地修一、永富博之、住冈义一、大野泰治、
笠实、神野久吉 9名日本战犯。

公正的审判

审判战犯的旧址如今已被改建为山西饭店。
山西饭店董事长卫旭华向记者展示店内复制的特
别军事法庭标牌和一些旧照片，将我们带回当年
的这场审判。

1956年6月2日和6月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
将起诉城野宏等8人的起诉书和起诉富永顺太郎的起
诉书送交特别军事法庭，并于开庭前送达被告人。

1956 年 6 月 10 日第一案开庭，特别军事法庭
副庭长朱耀堂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殷建中、军法
上校张剑组成合议庭，吕志中、军法大尉丁宪邦担
任书记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军法中校丁明
担任国家公诉人，指控富永顺太郎犯战争罪和特
务间谍罪。6 月 12 日第二案开庭，朱耀堂担任审
判长，与审判员郝绍安、张剑组成合议庭，江君寿、
丁宪邦担任书记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出席
太原庭首席检察员井助国，检察员军法大校黄泽
湘、军法中校郭轩，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张焕
新 4人担任国家公诉人，指控城野宏等 8人犯战争
罪和反革命罪。

两案的审理充分保障了 9 名被告人质证、辩
护、最后陈述等诉讼权利。第一案中，律师王乃堂、
倪彬彬担任辩护人；第二案中，律师冀贡泉、王克
勤、崔玉华、何士英、黄文忠和梁振寰担任辩护人。

陈弘等人担任翻译，以保证被告人了解法庭
使用的语言和文件。

审判为公开审理，驻太原的党政机关、中国人
民解放军、各大中学校、厂矿企业等 180 多个单位
和 30多个政法机关代表共 4000余人参加旁听。

人道主义的胜利

从人道主义出发，审判前，战犯们在生活、医疗
等方面得到善待，审理中，法庭也秉持着这一精神。

在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中播放的审判录像
里，记者看到，法庭鉴于富永顺太郎年龄大、思想
紧张，准许富永顺太郎在别人说话时坐下。

最终，9名被告人在最后陈述中全部认罪服法。
被告人富永顺太郎说：“刚才听了辩护人为我

辩护的话，我无限感激。我犯了如公诉人所说的
罪恶，没有辩护的余地。对犯了这样严重罪恶的
我，中国人民的庄严法庭指定律师为我辩护，我真
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不胜惭愧。对我这样的关怀，
我衷心感谢。”

城野宏陈述道：“我的一生完全是错了，我的确
有罪，请求对我严加惩处吧。我痛恨我自己。我痛恨

使我犯下这些罪行的日本帝国主义。”相乐圭二在最后
陈述中不时痛哭：“当我反省自己的罪行的时候，我从
内心忏悔我的战争罪行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数不尽
的痛苦和灾难，我的确是犯下了没法辩解的罪行。”

住冈义一曾将 340 名中国被俘人员当作“活
人靶”训练日军士兵。他说：“请求对我这被起诉
犯有侵略战争罪行和反革命罪行的人加以严厉地
判处。这个正义的审判，是我向中国人民及被害
者和他们的家属谢罪的一个机会。”

1956 年 6 月 19 日 8 时 30 分，第一案宣判：判
处被告人富永顺太郎有期徒刑二十年。6 月 20 日
14时 30分，第二案宣判：8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十
八年至八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太原审判未判处任
何被告人死刑、无期徒刑。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姚江鸿对
记者说，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国际战犯审
判史上的一个创举。它坚持教育改造为主、惩罚
为辅的方针，既体现了正义的审判和人道主义精
神，又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宽宏大量。

太原审判，不仅为中国人民讨回了公道，而且
在日本培育了一批反对军国主义、支持中日友好
事业的中坚力量。这场正义审判，不仅揭露和惩治
了战争罪行，更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觉醒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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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成果的法律捍卫
——访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编研部副主任石岩

本报记者 陈雨人

“当年这个小伙子还蛮帅的！”
8月 25日上午，北京，在中国政法大学

校内的家里，93岁的廉希圣接受了记者采
访。廉希圣展示自己 24 岁时的照片，回忆
起 69年前的新中国审判，感慨万千。

1956 年 7 月 13 日，廉希圣作为日本战
犯藤原广之进、西永彰治和小林喜一的辩
护人，在法庭上发表辩护词。同时他也参与
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的辩护词起草。

作为被指定的律师之一，廉希圣说，
一开始是有顾虑的，那时候大家对律师行
业并不是太了解，认为都是给坏人说好话，
给日本战犯作辩护那是要挨骂的事。但没
有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

廉希圣回忆说，战犯们没想到法庭
会为他们指定律师作辩护，他们是感恩
戴德的。

第二个担心是辩什么、怎么辩？廉希圣
表示，现在律师出庭都是在事实上作辩护，
但给战犯作辩护是不可行的，检察机关的起
诉书万无一失，有人证有物证，没办法在事
实上作辩护。“只能从战犯接受改造后的认
罪态度上进行突破。另一个是，这些战犯接
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绝对服从上级命令，
是受上级指使进行侵害的。”

廉希圣介绍说，当时特意请来梅汝璈
进行讲解，最后制定了一整套审判程序。

“法庭环境虽然简陋，但是很庄严，审判
程序是经得起检验的。”廉希圣说。

书桌上面放着一本《正义的审判——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廉希
圣指着这本书说：“这个名字非常好。新中
国审判清算了日本战犯们的罪行，也告慰
了被迫害的中国人，更体现了我们反对侵
略、爱好和平的主张。可以宽恕，但不能忘
记！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

廉希圣：“审判程序是经得起检验的”
本报记者 张 悦

图 为 廉 希
圣 1956 年 时 的
照片。

本 报 记 者
韦应龙 翻拍

图为特别军事法庭向廉希圣发的
阅卷通知。 曹 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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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为 沈 阳 审 判 日 本 战 犯 法 庭 旧 址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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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为
沈
阳
审
判
中
使
用
的
法
椅
。

本
报
记
者

陈
雨
人

摄

图为 1956 年 6 月 22 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头
版头条刊发《决定》。 本报记者 李泊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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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按照图为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按照11∶∶11复原的庭审场景复原的庭审场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雨人陈雨人 摄摄

沈阳——九一八事变从这里开始，新中国审
判日本战犯的槌音在这里落下。它铭记着历史，

也捍卫着公正。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之际，记者就

1956年沈阳审判的这段历史，采访
了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编研部副主任石岩。
记者：沈阳审判在侦

讯阶段搜集到大量证据，当时采取了哪些做法确
保证据准确性？

石岩：侦讯搜集的所有犯罪证据都严格按
照中国法律规定的要求进行提取和保全，具有充
分的法律效力。这些证据材料详细记录了时间、
地点、战犯名字、烧毁房屋数、抢夺物资数、杀害中
国军民数、杀人方法、强奸人数等。所有证人证言、
现场勘验书、鉴定书等，都有被害人、被害人家属、
见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员的签名盖章。

记者：沈阳审判中许多战犯
当庭痛哭认罪，在国际审判史上很

罕见，哪些因素促成战犯们积
极认罪悔罪？

石岩：战犯们从苏
联引渡到中国后，被关

押 在 抚 顺 战 犯 管
理 所 ，一

开始有担心和抵触情绪。新中国坚持对战犯思想
教育从严、生活待遇从宽的方针。在物质条件并
不充沛的情况下，始终保障战犯生活条件，物质供
给相当于中等水平；保障战犯身体健康，及时对生
病战犯进行救治。在此期间，许多战犯受到感动，
主动撰写认罪材料，详细交代侵华战争中的罪
行。可以说，从改造期间的人道主义关怀、思想教
育到庭审中的程序公正，这些层层递进的实践形
成了完整的感化链条，最终促成战犯们积极认罪
悔罪。

记者：您如何看待沈阳审判的历史意义？
石岩：沈阳审判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是对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成果的法律捍卫，也是对
那段民族苦难历史的正义回应，更是推动战后反
思与和平理念的重要实践。1931 年，九一八事变
从这里开始，25 年后中国人民在这片土地上独立
行使司法权审判日本侵略者，强化了民族尊严和

国家主权意识。
沈阳审判遵循国际法精神，以法

律形式明确揭露侵略罪行，
与世界各国捍卫正义、反
对 战 争 的 立 场 形 成 呼

应。同时，审判中体现的
宽大处理与人道主义

精神，彰显了新中国
爱好和平的立场，也
为战后中日关系的
修复埋下伏笔。


